































　　在日本战败六年之后，中野重治在《改造》杂志 1951 年第 11 月号上发表了
《关于鲁迅（魯迅について）》（译者注，本文所引日语文献均在译文后保留日语











该文原刊『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中国研究』第 12 号（2019 年 3 月）。在翻译过程中得到长堀老
师关于相关历史背景与译文校订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4 　此处引自《中野重治全集》第 20 卷（筑摩书房，1977 年）。引文尊重中野本人意见，假名的使用
也完全遵循此全集版本。另外，中野所说的自己的“转向”，根据《中野重治全集》第 28 卷《年谱》































这封信的 1934 年 11 月当时，这两人都在狱中且非转向［藏原于 1940 年
刑满出狱］。而据《宫本百合子全集》别册（新日本出版社，1981），将笔
名由“中条百合子”改成“宫本百合子”是 1937 年 10 月的事情，虽然与
宫本显治是在 1932 年 2 月结的婚（登记是 1934 年 12 月），但在 1934











1981 年）所收《年谱》，中条（宫本）百合子确实屡次被检举，1934 年 1 月也曾被逮捕，6月被释放，
和 11 月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等罪名被起诉逮捕的显治直到 12 月初才见面。鲁迅文中所说的“只剩了
两个”的非转向者之一可以断定只能是宫本显治。第二、丸山升著《鲁迅和鹿地亘》（《鲁迅·文学·
历史》所收，汲古书院，2004 年）的注释（16）的全文如下：“《鲁迅全集》12 卷，81 年，人民文学
出版社，566 页。另外，关于此处‘藏原和宫本’，该《全集》作了是藏原惟人和宫本百合子的注释，
在学习研究社的日译本《鲁迅全集》中则改为藏原惟人和宫本显治。中条百合子正式登记成为宫本百
合子是在 34 年 12 月，在作品上也如此署名则是在 35 年以后”。拙著的注释根据《宮本百合子全集》
别册所收《年谱》，将宫本百合子作为笔名开始使用的时间判定为1937年10月。丸山的说法根据不明。
［译者补注：本条注释的翻译基本参考了王俊文译长堀祐造著《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








的共产党没有因为 1966 年 3 月毛泽东和宫本会谈的破裂，以及随后由于发动文














　　中日战争终战前夕，就在 1945 年 7 月 15 日刊行的《女声》月刊第 4 卷第 2
6 　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将“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与“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日本反动派”并称，
定为四大敌对势力。
7 　日中共产党恢复友好关系是在 1998 年。













































1951 年 1 月 10 日发行的《亦报》上周作人发表了一篇短文《日本民歌》。该文

























的童谣相比了。（写好后见齐公文 17，知此书已有中国译本 18 了。）
　　《播州平野》中的主人公石田广子及其丈夫重吉的人物原型就是宫本百合子








巫小黎所著《周作人〈亦报〉评点〈十八春〉》（《佛山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 5 月，









　　就在周作人写完《日本民歌》不久之后的 1951 年 1 月 21 日，宫本百合子因









































23　参见前注（21），文章《一つの芽生》发表在 1918 年 1 月，作品集《一つの芽生》在同年 2月出版。
24　1949 年 8 月，在位于现今福岛市松川町的东北本线松川站附近发生的列车脱轨、翻车事件。三名
乘务员死亡。事件被认为是共产党员为反对日本国铁及东芝松川工厂的裁员而实施的犯罪。一审判决







12 月 6 日的相关报道（根据朝日新闻数据库文藏Ⅱ）、《读卖新闻》1949 年 12 月 8 日、1950 年 1 月





































在 1934 年 10 月号（第 1卷 8号）上刊载了藤森成吉写的《宴请周作人（周作人
を招く）》26 一文。
　　1934 年 3 月，就在日本纳尔普（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因遭受官警镇压
而解体的同时，《文学评论》杂志随之创刊。据《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讲谈社，









3 月创刊至 1936 年 8 月因受压制而废刊为止，在渡边顺三和德永直等人主持下
由ナウカ出版社前后总计出版发行了 31 册。
　　《宴请周作人（周作人を招く）》是一篇仅仅只有一页的短文。作者藤森成吉

























27　据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O05 年）之记载，周作人于该年 7月 15
日至 8月 28 日期间，随妻子·羽太信子来日。此外，据此年谱与止庵所著《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
版社，2O09 年）记载，此次访日期间周作人不但与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等日本文学家展开交流，
而且也与日本亡命中的郭沫行曾三度会面。据上述《年谱》（450 页）记载，此乃徐祖正牵线介绍的
结果。关于徐组正与创造社的密切关系，请参见 20O5 年版《鲁迅全集》第 11 卷《两地书》（七一）
的注释（1）。而且上述《年谱》（451 ～ 452 页）还特别记述了此次周作人的日本访问受到了日本文
坛的广泛关注，很多杂志和报纸都刊登了欢迎周作人的文章。其结果竟然出现了周作人作品译文的单
行本。而关于此次访日期间与岛崎藤村的会面，周作人自己在岛崎去世的时候所写的《岛崎藤村先生》





























































35　周作人曾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发表于 1918 年 5 月《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上。此外，







　　周作人在中日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作为对日协力者于 1945 年 12 月在北
京逮捕。1946 年 11 月他接受了“汉奸审判”，最终被判处判入狱 14 年（之后经
上诉再审，改判减刑到 10年）、剥夺公民权 10年且没收全部财产（除去生活费），
并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1949 年 1 月，当时因国共内战而被逼至绝境的国民
党政府决定释放日本战犯和“汉奸”。周作人于是被移送至上海而得以释放。在
当年 5月，周作人亲眼目睹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 36，而 8月回到北京之后就迎
36　虽然与本文论述主旨有所偏离且篇幅较长，但还想就 1949 年 1 月至 8 月周作人在上海滞留期间的
经历在此简要记述。据周吉宜编《1949 年周作人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 年第 7期）








适日记》（联经出版社，2004 年）第八册关于 1947 年 3 月 27 日的条目中，也以自以为傲的口吻记录
了从上海来薰阁的陈济川处以低价买入了明代黄省曾刻本《水经注》之事。
 　　而关于与陈济川一同访问周作人的何之瑜，『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中国研究』第 9 号（2016
年 3 月）所载笔者翻译的陈道同所著《何之瑜晚年的两件事》以及《陈独秀文集》（平凡社东洋文库，
2017 年）第 3 卷第 4 部《〈陈独秀最后的论文与书信〉译者题解》（长堀执笔，第 3 卷整体的解说由
江田宪治执笔）都有详细的说明介绍。在此，仅就与本文相关之处简单引述如下。
 　　何之瑜（1896 ～ 196O），字资深。湖南人。1918 ～ 1925 年前后，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加入中国
共产党。据郑超麟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担任中共湖南省湘潭地方委书记，1927 年 6 月毛泽
东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何之瑜曾在他手下担任组织部长，二人关系良好。大革命失败后，他与陈
独秀一起转变为托洛茨基派，1931 年 5 月在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后被国民党逮捕，于 1937 年获释。从
托派组织脱离后，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江津接受北京大学同窗会的委托而照料晚年陈独秀的生活起
居。1949 年，与郑超麟等人以及中国托派少数派组织共同组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并成为中央委员。












 　　何之瑜在 1942 年 5 月陈独秀去世后立即组织葬礼、收集遗稿，在抗日战争之后曾为了计划从商
务印书馆出版陈独秀遗稿集而向胡适求救，但未能如愿。最终，在郑超麟等托派的捐赠下私人出版了
《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出版时期约为 1948 年末）。胡适阅览了何之瑜寄赠的该书，重新发现了
陈独秀自由主义者的一面，于是撰写了解说长文。而该文后来作为“序言”，附录于 1949 年 6 月以广
州的自由中国出版部之名，在删除了一部分的基础上发行的盗版《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中。《胡适日记》
1949 年 2 月 23 日的条目记载如下：“读《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
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
 　　而从此处开始进入正题。胡适逃向美国是在中共军队解放上海前夕的1949年 4月的事情。据《胡








为陈济川与胡适也有过间接的接触。1947 年 3 月 17 日的《胡适日记》中出现了陈济川，由此可以联
想起 1949 年 2 月 23 日的日记中曾记载了胡适在读完何之瑜寄赠的陈独秀遗著后的读后感。在此前提









立。此外，陈济川在该年度《周作人日记》中包括 6月 3日之外，其后还曾出现过五次。同年 8月回











　　叶圣陶 38 是 1920 年代周作人和鲁迅也曾参加过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









建国后的 10 月 20 日，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而据该书第三卷 （同上，2005 年，第 4 页）所载
















进行辩解而被认定写于 1949 年 7 月 4 日的一封书信。过了四十余年之后，最终








39　据陈福康著《郑振铎年谱》下册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08 年，709 页）记载，1949 年中






1945 年 8 月 20 日的《自序》中，言及此书撰写目的是要将蛰居期间的所见所闻，用散记的形式写出
来，“可以使将来的史家们仍有些参考”的。这一组写于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 7 月间的系列“散记”，
最初连载发表于柯灵、唐弢上海主持的《周报》上。1951 年初刊之后直至 1982 年 12 月，福建人民
出版社将其作为“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之一种重排印行。再版时由编者从《周报》上补充辑入了
《记陈三才》、《惜周作人》、《一个女间谍》、《记平祖仁与英茵》4 篇。这些是当年做为《蛰居散记》
系列在报刊上发表而在出版单行本时由作者删除的篇目。1983 年 9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郑振铎








199O 年第 6 期）。她是作家萧乾之妻，曾在 1950 年代末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负






看，很可能是在 1949 年秋至 12 月上旬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发生的事 41。在接到
毛泽东读过周作人来信后所做的“让他做翻译工作”这一指示之后，可以想见








因为在《1949 年周作人日记》43 8 月 23 日的条目中可见“今日起定阅人民日报”
的记载。
41　此外，据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一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记载，
毛泽东于 1949 年 12 月 6 日乘专列离开北京，16 日抵达莫斯科，为签署中苏友好同盟相互援助条约
而在莫斯科停留了两个多月。直到次年的 1950 年 2 月 17 日才离开莫斯科，视察中国东北部后于 3月
4 日返回北京。毛泽东对周作人待遇做出指示应是在苏联访问的前后，如果将 1950 年 1 月叶圣陶对
周作人的访问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在出访之前的可能性则更高。前述王锡荣论文考证指出，胡乔木写
给毛泽东的书信（1951 年 2 月 24 日，《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 年，61 ～ 62 页）内容表
明周作人曾在 1951 年 2 月给毛泽东写过第二封信来表达相同的诉求。本文只涉及最初第一封写于
1949 年的书信。
42　参见王锡荣著（注 39）第 362 页。

























コラム日本共産党とコミンフォルム批判》（岩波讲座东亚近现代通史第 7 巻《アジア諸戦争の時代 























之举并未获得成功。而在次年 1951 年的 8 月，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共一样对日共
主流派针对支派所做的决议表示支持，使主流派的主导地位获得决定性的巩固，
而日共内部国际派的诸多组织都被解散。在经历了德田指挥部亡命中国（1952
年 12 月）后在北京的组织重建以及德田客死异乡（1953 年 10 月）等事件之后，









环。……而这一系列动作，全部都是在 1949 年 12 月至 50 年 2 月毛泽东
苏联访问期间推动的。毛泽东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苏联获得了对新中国
的经济援助，作为交换他与斯大林约定将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意愿来对朝鲜








年 1 月 6 日共产党情报局的批判，随后 12 日德田指挥部发表《所感》文章，接



























运动的背景下对《日本民谣》、《宫本百合子》、《宮本百合子 二》（1951 年 1 月



























































 　　一、关于《亦报》1949 年 7 月 28 日的报道中称周作人“曾以苏武自况”。
 　　据考证该说法出自于 1937 年 9 月 26 日周作人写给陶亢德的书信（《掌故》第四集，121 页）。参
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七卷所收《与陶亢德书五通》之五。初刊于《宇宙风》第 50 期，1937 年 11
月 1 日。
 　　二、关于《亦报》1949 年 7 月 28 日的报道中周作人未接受胡适南下劝告之事。
 　　陶文记载了周作人与陶亢德关于此事的书信往来（123 页），与《亦报》上相关报道文章的大致
方向保持一致，故而侧面证实了该报道的可靠性。并且，从二人的往来交流可知（如果完全相信陶亢
德的原话），胡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向周作人发出退避劝告的中间人并非陶亢德。这也从侧
面使何之瑜、陈济川为中间人之说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
 　　三、关于本文“《亦报》是当时周作人主要的投稿对象，一般认为周作人与该报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估计周作人是这篇报道最终的信息来源”之推测。
 　　据陶洁文章介绍，正是陶亢德把周作人介绍给了唐云旌开设不久的上海《亦报》（129 页）。由此，
前文推测亦可得到补充加强。
